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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

兼评 “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

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前一段时间 , 国内不少地方的领导人都纷纷表态 , 要使自己领导的那个地区实现“现代

化” , 国内最权威的科研机构之一──中国科学院的一个课题组也公布了“中国现代化研究

报告” (载自科学出版社《 2 0 0 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一书 , 以下简称《报告》 )。

该《报告》根据自己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 计算了全国及各地区现代化实现程度与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 , 以及全国及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 。对于这种计算结果 , 我们

应该怎样看待?

与以往的一些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一样 , 《报告》对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评价

和预测 , 也是采用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多指标综合评估技术。然而 ,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 ,

尽管这种多指标综合评估技术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可能很有成效 , 但它在社会发展评估领域

中的应用 , 应该说一直很不理想。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迄今 , 不少专家学者运用这种多指

标综合评估技术开发、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 无一能够得到人们的公

认和接受。盖其原因 , 就在于这种多指标综合评估技术在运用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预测时

, 存在着许多至今难以解决的问题 ,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运用这种技术建立起来的那些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迄今为止尚未得出公认的指标体系

指标的选择就是一个难以合理解决的重要问题。每一个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包

括《报告》中的 “现代化”指标体系)都是由许多相关的指标元素所构成的 , 选择适当的指

标成为建构这种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首要任务。但是 , 从众多相关的候选指标中选择哪些指

标来作为指标体系的构成元素 , 就很难有一个唯一的、能为众人所接受的答案。目前人们一

般采用由研究人员或课题组自定、通过专家调查确定以及运用有关统计技术(如主成分分析

法等)确定这几种方法来完成指标选择的工作。前两种方法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由于指

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研究人员或被调查专家个人知识、 价值观念以及情感等多种主

观因素的影响 , 由不同的研究人员(或课题组)来自行选择指标 , 或对不同的专家群体进行

调查来选取指标 , 所得出的结果是会很不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尚无一种社会发展综

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不同的指标在变化的速度

等方面情况不同 , 最终计算出来的综合评估指数也会大相径庭。

用统计分析技术来选择指标 , 主观随意性会有很大降低。以主成分分析法为例 , 它主要



是通过计算各种候选指标 , 在各个样本之间的相对差距来作为指标选择的依据 , 将各个样本

之间具有相对较大差距的那些指标抽取出来。作为建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元素 , 而将样本

之间差距不大的那些指标加以排除。以这样方式来选取指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排除主观

因素的影响(只要候选指标足够多), 但它也有自己的弱点。一是在不同的样本集合中 , 同

一项指标会具有不同的相对差距 , 因此 , 只要样本集合变化 ,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挑选出来的

指标内容就可能不同。可见 , 主成分分析方法也不能保证指标选择结果的唯一性。二是即使

在一个确定的样本集合中 , 这种依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选择出来的指标体系也只能够

用来对样本进行排序 , 否则其有效性也是值得质疑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设要对甲、乙两名学生的素质进行综合评估

, 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评估指标体系 , 假定候选指标包括德、 智 、体三个方面 , 经有关素

质量表测定 , 甲在德、智 、体三方面各自的得分是 5 、 5 、 5 , 乙在三方面相应的得分是 5

、 3 、 5 。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 , 可以确定德、体两个候选指标在样本之间的差距为零 , 智

力素质指标在样本间的差距最大。因此 , 可以只选择智力因素来作为对这两个学生综合素质

进行评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这个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只由一个指标元素构成就够了), 用

它来对这两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 , 与同时用这三个指标来共同进行评价 , 得出的排序

结果是一样的(这里暂时假设每个指标的权数是相等的)。但是如果不是用这个指标体系来

对样本进行排序 , 而是要对样本的综合素质做连续测定与比较 , 那么只用智力这一个指标来

对各个样本进行评价就会出现讹误。例如 , 假如以等权方式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得分进行加总

, 那么学生甲的实际总得分应是1 5分 , 乙的总得分应是 1 3分 , 若依次对两人进行排序 ,

结果与用智力一项指标得出的结果一样。但若是要对他们两人之间的综合素质做连续数值上

的比较 , 那么 , 以三项总分来看 , 甲的优秀程度是乙的 1又 2 / 1 3倍(1 5 / 1 3 ), 而

若以智力一项得分来看 , 则甲的优秀程度是乙的 1又 2 / 3倍(5 / 3 ), 甲的优秀程度显

然被夸大了。

上面提到的加权问题是建立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体系中的另一个明显问题。通过上述方法

选取出来的指标在经过无量刚化处理变成各种单个指数后 , 需要以各种方式加总起来 , 才能

最后得出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社会发展评价综合指数(就《报告》而言 , 就是用来评价各地“

现代化 ”实现程度的那个最终的总分数)。但在对各个指数进行加总时 , 有一个对各个指数

如何进行赋权的问题(不赋权即等于视它们为等权 , 如《报告》所做的那样)。以目前人们

通常采用的那些确定指标权数的方法来看 , 同样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进行指标选择这项工

作时一样 , 目前人们也主要是采用研究人员自定、专家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来对指标权数

加以确定。由于所谓赋权的过程 , 实际上就是对各个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也就是在社会

发展的整体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进行评价和确认的过程 , 因此如果采用前两种方法来

对指标赋权 , 其结果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人员或专家们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和情

感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由不同的研究人员来对指标自行进行赋权 , 或通过对不同的专家集合

进行调查来对指标进行赋权 , 所得出的结果也是会很不相同的。而只要指标的权数结构不同

, 运用同一个指标体系来对同一批样本进行测算和评价 , 其结果也就会很不相同。



采用有关的统计分析技术(如主成分分析法)来对指标的权数加以确定 , 其原理也如同

指标选择过程一样 , 即是通过一定的统计分析方法 , 测算出各个指标在样本之间的相对差距

, 然后将各个指标在样本之间相对的差距大小来作为对指标进行赋权的依据。换句话说 , 就

是相对差距越大的指标权数也就越高 , 反之则越低。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解决上述主观随意性

问题 , 但同样有不合理的地方:首先是如前所述 , 同一个指标在不同的样本集合中会有不同

的相对差距 , 因此样本集合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指标权数的变化。此外 , 在一个确定的样本集

合中 , 样本之间差距较大的那些指标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人们公认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相对较

重要的那些指标。因此以这种方式来确定指标权数 , 最终对社会发展过程进行测算的结果和

人们的实际感受也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偏离 , 不能真正反映人们感受到的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总而言之 , 由于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 , 使得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成为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

拿我们这里所评论的《报告》来说 , 如果对《报告》所使用的 “ 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指标

内容或各个指标的权数做一些变动(从目前的等权变成不等权 , 即赋予其中某些指标以相对

更高的权数), 那么无论是对中国及国内各地区现有“现代化”水平的测算结果还是对未来

实现 “ 现代化”年份的测算结果就都可能会与《报告》目前的测算结果很不一样。以你的指

标内容及权数结构 , 计算出某地区将在 2 0 2 0年 “实现现代化 ” ;而以我的指标内容或权

数结构 , 计算出来的结果则可能是提前或推后若干年。所以 , 对于此类的综合评估及测算结

果 , 我们的态度只能参考而已。这恐怕也是国外很少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会认真地将

这种综合评估的结果当作自己决策依据的一个重要原因。

真有一个 “英格尔斯指标体系”吗

顺便谈谈所谓的“英格尔斯指标体系” 。实际上除了中国以外 ,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着一

个用来对 “现代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的“英格尔斯指标体系” 。据我所知 , 所谓 “英格尔

斯指标体系”是这样产生出来的:1 9 8 3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教授应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之邀到该系讲学 , 讲课中提到有一个叫拉西特(Russett)的学者曾经在7 0

年代从 6 0个特征对7 2个国家(包括发达与不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 , 得出了一些有

意思的结果。他主要对其中的十四个方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农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城

市人口比重等)做了简单介绍 , 并提出说可以以某个典型数字任意划一条线(譬如人均年收

入 3 0 0 0美元), 来区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 观察他们在其他各个指标上的区别 , 将

它们看作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另一些分界线。这里有两点要指出:第一 , 英格尔斯在

这里介绍的只是一些分散的指标 , 并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 无

论是他还是拉西特似乎都不曾像我们中国学者今天所做的那样 , 用它来对各个国家的“现代

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第二 , 英格尔斯只是在介绍拉西特的研究成果 , 而不是他自己的成

果 , 因此 , 如果要叫一个名称 , 似乎也应该称之为“拉西特指标体系”更准确。这些讲课内

容后来通过该系教师孙立平、韩明谟等人在文章或著作中加以引用而得以发表。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庆芳研究员看到后 , 觉得很有启发 , 遂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综合

评估指标体系” 。这就是所谓 “英格尔斯指标体系”的由来。它作为一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 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学者的发明。当然 , 这些补论无关宏旨 , 只是写



到此处 , 顺便澄清一下而已 , 使人不再误以为国外也有什么“英格尔斯综合指标体系” 。


